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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體制” 、“場域觀” 、“文學生態 
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幾個新觀念架構
New Frameworks of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Style, Field, and Ecology of the Literary Scene
在美國從事當代臺灣文學史書寫，由於閲讀對象的考慮，不得不包含一些基 
本背景及歷史脈絡的介紹，使得我必須經常從較遠的距離做一些整體性的思考。 
這樣的角度使我深刻感覺到，臺灣文學過去幾十年在各種複雜的歷史因素交匯下 
豐富多樣的迭續發展，具有相當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因此我近年來的努力方向， 
傾向於將當代臺灣文學史當作一個“個案研究”，希望研究的成果能夠增進人們 
對全球化脈絡裡跨越疆界文學現象的了解。
2 0 世 紀 ，東亞社會在不同的時段裡出現了對外有限制開放，所 請 “軟性威 
權主義”。這種統治型態所形成的主導文化，不可避免地與全球性的文化潮流， 
如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產生特殊形式的互動。解嚴初期，我原本想要從這 
個角度去探討臺灣戒嚴時期，主導文化與文學生產機制之間的關係。未料解嚴後 
十餘年間的發展，在在顯示出臺灣文學生產及消費模式又產生了一些新的、相當 
基本性的變化。為了解釋這段時期裡文學場域底部邏輯的更替，我覺得必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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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距 ，尋找一個更適切的批評典範，並 且 ，更重要的，必須重新思考臺灣文學場 
域在解嚴之前已然快速邁向市場本位的這個事實。
解 嚴 後 “臺灣文學”逐漸成為一個正式的學術研究範疇。我這裡想要指出 
的 ，是一個令人感到無奈的趨勢：正 值 “臺灣文學”的象徵地位大幅提高之際| 
嚴肅文學在社會知識階層的日常生活裡所扮演的角色卻急遽下降。原因之一，無 
疑是在經濟進一步自由化之下，本地的文學生產面臨了來自全球文化市場五花八 
門 、背後有雄厚資本支撐的文化產品的競爭。這種現象的崛起固然相當突兀，但 
也絕非發生於一夕之間；不免讓我們對既有的臺灣文學研究方法，產生一種反 
省 。回顧多年來這方面的著作，多半傾向於使用“政治”與 f‘美學”分據兩端的 
二元分析架構，對市場層面一一特別是市場力如何透過文化生產機制對美學形式 
所產生影響一一極少做深入的分析。因 此 ，如何改用一個“三元”分析模式，將 
市場層面系統納入考量，而重新勾勒臺灣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軸線，成為一個有 
意義的課題。
在我的擬想中，這種新的文學史書寫應當試圖解釋政治、美 學 、市場這三種 
因素如何在當代臺灣的歷史場景中形塑文學現象：一方面從微觀的角度檢視個別 
作家與文化生產機構之間的互動，另一方面從宏觀的角度追溯臺灣文學場域從50 
年代初幾近全面的政治主控，到 9 0 年代市場專業導向之間所歷經的大方向的變 
化 。我把這種研究稱之為“脈絡式研究” ，是一個以“文學生態”為觀察對象研 
究方向，以便跟承襲新批評主義精神的文本研究，以及受傳統實證主義影響的資 
料性文學史書寫做個區分。
從跨疆界文學比較研究的觀點來看，目前臺灣的文學生產，顯然已經遠離單 
純的政治力宰控，並在快速專業化、自主性增強的文化場域中，在過往世代餘留 
的高層文化追求與新興的市場現實之間尋覓一條生路。這個現狀顯然不單是臺灣 
特殊歷史環境的產物，而同時是諸多跨疆界因素的匯集一一包括本地以及全球經 
濟現代化的進程、後殖民、冷戰及後冷戰的國際政治秩序。因 此 ，它和其他當代 
東 亞 社 會 （包括中國大陸）的文化發展有不同的地方，也有平行、可資比較之 
處 。
為了歸納出一些理論上有意義的通則，作為跨疆界文學現象比較的基礎，我 
們不只需要追溯臺灣當代文學場域裡政治力與市場力漸次轉換的軌跡，也必須考 
慮與之息息相關的，各種不同文學或藝術形構 （ lite ra ry o r a rtis tic fo rm a tio n s) 彼
此競逐主導位置的複雜過程。在這個層面上•研究者立即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非 
化約性地思考外在（政 治 、經濟、意識形態等）因素對（包括文本構築、美學範 
疇的興替等）文學現象所產生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經過若干探索，我覺得彼得何恆達（P e te「H o e h e n d a h l) 的文學體制觀1與比 
爾布迪歐（Pie「re B o u rd ie u ) 的文化生產場域理論2 ，相當有助於我們整體性地思 
考當代臺灣文學場域的發展。我希望做到的是，在這兩個以德、法兩國文學為參 
考架構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一些實際有用的分析框架 （ analytica l s ch e m e) ，來 
幫助我們系統性地梳理跨越半世紀繁複龐雜的文學史資料，而同時避免化約性地 
將政治經濟因素與文學現象做直截的（布廸歐所請“短路式”的）勾 連 。限於篇 
幅 ，下面我只能重點式的介紹一下我怎麼運用這個分析框架來探討當代臺灣文學 
史的課題。
“文學體制”
何恆達認為，以體制為出發點的文學研究和傳統文學研究基本上的不「司 ，在 
於它所關注的對象：
首 先 ...[這個研究]直接關注的對象，既非文本分析，也不是文本的起源 
或傳播，而是書寫與閱讀所賴以發生的基本狀況…… 一個以文學體制為中 
心的理論應該對這些基本狀況做系統|性的處 理 。當我們提及文學典律和規範 
時 ，我們著重的並非個別的文學作品特徵，而是一整個體系。第三，文學體 
制所呈現的獨特性質，它與其他文化、社會體制之間的關係……應該得到釐 
清 。最 後 ，我們認為歷史因素應該被納入考量，這包括不同的歷史世代、社 
會形構，以及文學體制本身的演化過程 。 3 (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當代臺灣文學發展的基本狀況，我們或者可以借用布迪歐的場域觀來解釋。
1 Peter Uwe Hoehendahl, 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Case o f Germany 1830-1870, trans. Renate Baron 
Frandscono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 f Cultura!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Randal Joh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Hoehendahl, Building a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Case o f Germany, 1830-187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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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觀認為，越趨向於自主性的文化場域，文化生產者越能夠將象徵資本的分配 
掌握到自己手中；因此他們與外緣性的文學正當性原則 （ ex te rna lly derived p rin­
c ip le o f le g it im a c y) 之間 ，永遠存在著緊張的競爭關係。 1949 年後的當代臺灣雖 
然以政治嚴控文化場域肇端，卻因在冷戰結構裡必須維繫“自由社會、市場經濟” 
的表象，而使得文化生產場域一向擁有某種程度的半自主性。從 6 0 、7 0年代以 
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更加速了文學場域自主化的進程。而在此同時，文化生產機 
構仍大體受到國家機器的控制，文學生產籠罩在國民黨主導的文化氛圍裡，因此 
必須將來自政治及經濟的雙面制約，依據文學場域內部運作的邏輯加以轉化，而 
造成文學寫作和閲讀的“基本狀況”發生底部邏輯的遞變，文學場域逐漸由國家 
主控轉移至市場導向。
至於如何界定當代臺灣的“文學體制”呢？何氏將文學體制分成抽象的和實 
體的兩個不同層面：前者包括不同世代的主導性美學觀、不同社會階層或群體對 
文學社會功能所持的共識、以及影響文學生產及接受的規範和典律一一翻譯成布 
迪歐的術語，即為社會上大多數人體驗、界 定 、欣 賞 、及品鑑文學所依據的美學 
範 疇 ；後 者 ，實體層面的文學體制，則指的是“將文學觀念、典 律 、規範傳播於 
社會大眾的具體、物質性的機構或組織” 。4
探討抽象性文學體制時，我們處理的對象不是個別的文本或作家，而是一個 
美學範疇。有學者曾經做過當代臺灣文學裡“中國想象”的研究，我認為就是一 
個處理抽象性文學體制的好例子。因為這是19 4 9年後初期，在國家機器以強制 
性建立的文化生產結構下，與其他歷史長遠的文化因素結合，所滋長的一個重要 
的主導性美學範疇。值得強調的是，體制研究所著重的，並非個別美學範疇在當 
前現實政治上的意涵，而是它在文化場域裡，依據場域內部運作規律所發展出的 
典 範 、慣 例 ，以及這些典例與外在社會歷史變化、其他美學潮流之間所產生的互 
動事實。以 “中國想象”為 例 ，早期它與另一個涵括性更廣的主導性美學範疇， 
“純文學”，彼此呼應；在現代主義思潮極盛時，產生微妙的“美學化”蛻 變 ；在 
本土思潮衝擊、泛亞洲文化市場浮現時，又出現了“中國”符號被多重置換的現 
象 等 。
我想在這裡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正如何恆達所説，如果我們不把文學體制抽
4 Bourdieu, The Field o 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29.
象和實體的兩個層面一併思考的話，便無法突顯美學觀念的社會實踐這個重要的 
課 題 。以臺灣的例子來説，5 0 年代國家機器主控的文化政策與文學生產機構與 
組 織 ，已經受到相當多學者的重視。然而如果不把它和當時所建立的影響久遠的 
美學範疇一併思考，則容易落入單向度的資料蒐集，以 及 “回復歷史真貌”這個 
認識論上極有疑問的迷思。同樣的，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7 0年代中到80 
年代末之間的文學副刊。體制研究的目標，不在於史料的呈現，而是要在史料的 
基礎上檢視此一時期文學生產與接受的“基本狀況” 一一如果根據前面所提的假 
設 ，我們要檢視的，是副刊在臺灣文學場域由政治主導到市場本位的加速過渡 
中 ，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和它對既存美學範疇的挪用及改變。扼要的説，此時 
的文學副刊相當成功地將主導文化的意識形態，轉譯成迎合市場的美學形式，而 
在同質性甚高的主流閲眾中建立了極高的聲望和影響力。同 時 ，我們也決不可忽 
視文學體制本身演化的歷史持續性；比如 説 ，6 0 、7 0年代現代、鄉土文學所奠 
立的抽象層面的文學體制，包括精英文學觀、高層文化追求等基本的美學範疇， 
持續在這個由副刊主導的中產文學體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學者參與的書評 
和評審，這兩個表面上過時的文學形構，對富時文類位階的演變和正當性文學論 
述的界定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做成了 8 0 年代的文類位階混淆的過渡現象。
“場域觀”之一：文學場域“自主化”進程
在布迪歐的分析架構裡，文化生產場域存在於一般權力場域 （ general field 
of pow er)之 内 ，但是有它自己的運作規律。權力場域裡政治和經濟的力量 
只能依循一種折射關係對文學生產產生作用。“馬克思學者所論及的『外在
決定因素』 （ external determinants)--- 例如經濟危機、科技演化或政治革命----
只能透過它們在文學場域結構裡造成的變化來呈顯其影響力。而要了解文學場域 
結構裡的這些變化，必須先要先了解它的運作規律。”5(黑體字為本文作者 
所加）
布迪歐對文化生產場域的討論，主要以1 9世紀後半葉的法國社會為參考對
5 張誦聖：〈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當代文學生產場域裡的位置〉，頁6 。論文發表於"現代主義與臺 
灣文學學術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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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布氏在〈市場與象徵性產品〉一文裡説，法國的知識界及藝術界，其時已漸 
次脱離中世紀、文藝復興、及宮廷貴族所掌控的、建立在文學領域之外的“正當 
性”，而逐步趨向於自主。而這個過程是和下面這些現象同時發生的：文化消費 
者數量增加，因而賦予文化生產者起碼程度的經濟獨立；對應於不同類型的消費 
群 體 ，多樣性的品鑑機構及評論者於焉出現一一後者愈來愈明顯地依循著場域內 
部邏輯所認可的“文化正當性”彼此競爭，對取決於外在領域（政 治 、經 濟 、宗 
教 、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原則產生抗拒。6
儘管這個場域觀處理的是資本主義初期，商品市場出現時的文學發展狀態，和 
我們研究的歷史時段有某種程度的吻合，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現 、當代中國和臺灣的 
文學場域裡，決定文學正當性論述的外在因素，屬於政治性的遠遠超過屬於經濟性 
的 。尤其重要的，是一種以民族主義和現代化啟蒙為精神基礎的文學正當性論述，它 
結合了傳統中國及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社會自我角色定位，和新舊殖民、內部鬥爭等政 
治現實所附加的急迫性，在現、當代中國、臺灣的文學場域裡始終是一個普遍被接納 
的 “抽象文學體制”。這種文學正當性論述（可視為“廣義”的政治性文學論述）在 
1949年後被國家統治機器收編，成為官方文學論述（“狹義”的政治性文學論述）的 
藍本 ；但同時更是各種反對文化形構（如鄉土、本土）的正當性基礎。
我們如果不把這個文學場域的重要屬性— 亦 即 “決定文學正當性論述的政治 
性外在因素”— 適當地納入場域觀的分析架構裡，便容易產生基本性的觀念混淆。 
舉例來説，當代臺灣很重要的一個美學範疇“純文學”，很容易使人聯想成英文裡的 
“ pure a rt” ，或 “ pure literature” 。而事實上，兩者的語義範疇顯然不是對等的；原 
因在於這兩種“純粹”文學主張所反彈的對象，是各自所屬文學場域中妨礙文學自主 
性發展的，不同的“外緣”正當性。對於“純藝術”原則在歐洲的出現，布迪歐採用 
了一個負面邏輯來解釋：他認為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基於文學生產者對市場將藝術商 
品化的反動，因此格外強調“藝術作為純粹象徵符號”這個屬性，企圖突顯藝術的 
“無價”及 “非功利性”。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在當代臺灣歷史場景裡出現的“純文學” 
美學範疇，可以發現它所標榜的，是文學的“非政治性”、主觀性、及個人性— 因 
此特別標榜所請的“抒情傳統”— 而並非明顯地反商品化，更沒有任何與西方“藝 
術為藝術” 一辭經常掛鉤的非道德傾向。從文學生態脈絡的角度來看，“純文學”產 
生的體制背景和倡導者的“習性”（h a b itu e s，請參閲下節引述之定義），這個美學範
6 Bourdieu, The Field o 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i 12.
“場域觀”之二：“美學位置”
文學場域裡的每個“位置”具有某種特殊屬性（或資產），我們依據這些屬 
性 （或資產）界定它與場域中其他位置的相對關係。每個位置（即便是佔有 
主導地位的位置）都結構性地依賴其他的位置而存在。一個場域的結構就是 
由這些特定屬性（或資產）所構成的資本的分配結構。這些屬性（或資產） 
的多寡是場域中決定成敗的關键，由此而決定參與文學活動者獲益（如文學 
聲望）的可能性。
每個文類（如小說）或次文類（如通俗小說），以及作家、出版社、文學評 
論 者 、刊 物 、文學流派都可以有相應的位置。而我們這裡所採用的是比較抽 
象廣義的“美學位置” （ artistic position) 。文學生產場域的主要動力，來 
自各種位置之間的競爭關係。佔有不同位置的文學活動參與者不斷地彼此角 
逐界定正當性文學論述的主導權。而他們從事這種競爭活動所採取的策略， 
往往和文學活動參與者個人的“習性”（h a b itu s、disposition) 有 關 ；而這 
種習性則是由個人過去種種文學或非文學經驗所導向、组構、和形塑的。
“要了解作家和藝術家的活動— 尤其是他們的作品— 必須先認識到這些 
是兩種歷史軌跡交會的產物：作家和藝術家所佔有的位置的歷史軌跡和構成 
他們特有習性的過程的歷史軌赫”...
...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我以為我們可以在當代臺灣文學生產場域中分辨出
主 流 ，現 代 ，鄉 土 ，與本土這四種具有不同的歷史軌跡的美學位置。而這四 
個 位 置 之 間 的 互 動 ，主 要 表 現 在 “文化意義上的正當性 ” （ c u l t u r a l  
legitim acy) 和 “政治意義上的正當性’’ （ political legitim acy) 的消長上。 
這個消長的軌跡必然取決於它們個別所擁有的或強或弱的“文化資產”和 
“政治資產 ” 。 7
疇與彳949年後的主導文化間有互為表裡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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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誦聖：〈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當代文學生產場域裡的位置〉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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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曾以“位置”的觀念來討論法國1 9世紀後半葉象徵主義詩派、布爾喬 
亞劇場、和社會小説之間在當時文學場域裡的結構關係。這裡他著重的顯然不是 
這些文類在傳統意義上的美學屬性，而是它們在場域中所佔有的結構位置一一其 
個別屬性取決於各文類生產及消費者的社會階級、所擁有之經濟及教育資本等因 
素 。我認為用這個分析框架來思考在臺灣當代幾十年間先後起伏的文學形構，有 
相當程度的適用性。在當代臺灣文學生產場域中的“主流”，“現代”，“鄉土”， 
與 “本土”四個主要的文學形構，各自擁有與特定社會政治因素密切相聯的美學 
範 疇 ，遵奉不同的文學正當性論述，在幾十年間隨著外在歷史因素的變化而興衰 
起 落 ，並以複雜的方式彼此交叉互動。即便在某個藝術潮流消退之後，它的美學 
形式和意識形態仍然持續在文學場域中扮演或輕或重的角色一一雖然在新的文學 
場域中，它所佔有的結構位置，擁有的象徵資產必然有所不同。而同一個結構位 
置 ，也可能產生質變，由不同的文學參與者、不同的美學範疇所主導。這一點在 
傳統的分期法中比較不容易清楚地描述。而採用場域觀“美學位置”的分析框 
架 ，可以更適切地幫助我們追溯這些文學形構在不同時空之下，具有連續性而又 
不斷蛻變的發展軌跡。
在這個討論中，最具有歷史特殊性的自然是由政治力支撐的“主流”美學形 
構所佔有的位置。“主流”位置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方社會裡通常是市場以及執 
政黨意識形態的共同產物；而另一個極端，在政治力強勢主導（如極權政體統治 
下 ）的社會裡，“主流”美學位置通常反映由國家機器、教育體制背書的官方意 
識形態。然而這些模式都不全然適用於當代臺灣，無法滿意地解釋它繁複的文學 
現象和文學場域的歷史發展軌跡。我因此嘗試結合雷蒙威廉斯 （ R a y m o n d  
W illia m s)對主導、另 類 、與反對文化形構的分析，文學體制研究，及場域觀美學 
位置等觀念，來重新勾畫1 9 4 9年以降的當代文學場域變遷。
需要先註明的一點是，威廉斯的文化形構所指的是較廣義的“文化” 一一 
“ w ho le ways o f l i fe”或整個的生活層面— 而布迪爾的文化場域則更偏重精緻文 
化一一如文學、音 樂 、藝術一一的生產領域。我們因此必須將文化領域和文學領 
域做進一步的分辨。
主導文化形構與“主流”文學位置
1 9 4 9年後初期，國家機器對知識生活及藝術生活嚴加控制，文化活動的參 
與者不得不默認這種生態裡政治掛帥的前提。當政府的文化政策由強制性 
(c o e rc iv e)轉型為主導性（h e g e m o n ic)之 後 ，文化生產者對這種生態的內化與妥 
協 ，仍然對文化生態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自然而然形成一種保守的主流文化型 
態 ，這一點從當代臺灣文學場域裡通行的美學範疇（如對抒情性、非政治性的肯 
定 ）可以得到明證。
從國民黨控制的實體的文學體制層面來説，我們可以辨別出兩種近代史傳統 
的延續：一方面，由國家機器主導的文學機構、組織運作方式，高度承襲抗戰時 
的集體動員典範；另一方面，民國時期在大陸都會裡發展的“文壇” ，逐漸圍繞 
著媒體、雜誌等現代文化體制而復甦。即便在70年代中期以後，市場因素和現代 
化的媒體經營導致主流文學的重組，這兩種潛流仍然具有間接形式的影響。
8 0 年代末的解嚴對文學生產及消費模式所帶來的鉅大衝擊，分差可用英文 
“ The G reat D iv id e” 一辭來形容。 “專業作家” 、 “流行文學”等新的分析範疇 
的 浮 現 ，顯示著界定文學正當性的論述典範已有所更替。而主流文學的構成因 
素 ，文學生產及消費的遊戲規則，已明顯地更加趨近於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專 
業 化 、文化分層、市場區隔等模式。
另類文化形構與現代主義文學位置
在廣義的文化領域裡，早期的現代主義潮流和晚近的後現代主義有很高的同 
構 性 。它們同樣提供了受外來思潮激發的另類文化視野，其所持的以美式自由主 
義或基進意識形態為本的文化主張，對臺灣保守的主導文化造成衝擊，卻不直接 
威脅到統治階層的政治基礎。同時由於其組成分子多為社會上的精英階層，兩種 
思潮都很快地被主流吸納。
現代主義和5 0 、60年代席捲臺灣知識界的美式自由人文主義之間的關聯， 
已經受到許多學者重視；我們甚至可以把現代主義視為臺灣戰後成長的一代知識 
分子的啟蒙思潮。而現代主義在當代臺灣文學場域裡的影響，更遠超過它的文化 
意識形態層面。現代主義作家和評論者對“藝術自主”原則的成功引介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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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對高層文化的推崇，長久以來一直決定著臺灣文學場域裡的正當性論述。 
以至於在市場因素激增的7 0 、8 0年代 裡 ，儘管文類位階有了新的演變，評論者 
仍然大體沿襲著精英文學的解讀框架，相當程度地掩蓋或推遲了“中產文學”、
“流行文學”等更適切的分析範疇的使用。
反對文化形構與鄉土派及本土派位置
在威廉斯的架構裡> 70年代的鄉土派和80年代的本土派在當時都佔有反對 
文化形構的結構位置，儘管兩者對主導文化的挑戰側重在不同的面向一一鄉土派 
的左翼批判主導文化的右翼意識形態，戮力撻伐以此發展出的政治迫害；而本土 
派主要從不同民族主義的角度，抗議主導文化的基石，具有強大族群歧視性的 
“中國中心意識”（S in o c e n tr is m ) 。
這樣的詮釋自然是以廣義的文化層面出發。若以布迪歐文學場域的角度來檢 
視鄉土、本土文學形構的發展軌跡，則有另一番圖景。囿於篇幅，先暫且撇開鄉 
土文學，而單就本土文學形構來談：它一方面從194 9年後初期的僻處文學生產 
場域邊緣，歷經7 0 、8 0年代逐漸公開的抗爭，到解嚴後強勢地競逐主導位置， 
無疑是呈現了一個上升的走勢。然而另一方面，本土文學形構的象徵位置急劇上 
升的十餘年，也正好趕上臺灣文學場域快速邁向市場導向的“自主性” ，導致文 
學生產和消費中的商業性及專業性都益趨增強。這使得成本土文學形構在論述與 
創作實踐兩方面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狀態。
解嚴後的文學生產場域蛻變
扼要地説，解嚴前的十五年間，儘管政治力仍然主導著實體的文化生產機 
構 ，市場力已把整個文化場域快速推向相對性的自主 （ re lative a u to n o m y) ，而奠 
下了大分水嶺之後文化發展的基礎。解嚴後臺灣社會的民主多元化、全球資本主 
義的高度進襲、以及國家機器逐漸退出直接的文化干預（轉而扮演管理者和資源 
分配者的角色） ，則共同促成了文化場域的快速專業化發展。
解嚴後，文學場域內部運作規律在文學現象與外在政治經濟等因素之間，扮 
演了愈來愈強的中介作用。某些新的遊戲規則和運作策略逐漸浮現。出版品包
裝 ，作家明星化，長篇小説的出現（顯示出文學生產者對這個專業必須做出較長 
期的投資）只是其中較明顯的幾項。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解嚴前文學體制發展的餘 
續 。比如説不同的文學形構逐漸退去原本的意識形態印記，彼此之間產生更頻繁 
的互動（其動機多半是仿效既有的成功實例，企圖吸納其他創作者吸引閲眾的秘 
訣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當作家更主動地採用議題性題材、開發以特定閲眾為 
對 象 的 “賣點市場 ” （ n iche m a rk e t) 時 ，他們仍然經常訴諸於文學場域裡既有的 
幾個美學範疇。除了借用其正當性之外，自我的反身投射（s e lf -「e f le x iVi t y ) 也無 
疑是自主性增高的文學場域中常見的現象。而伴隨著這個現象的，通常是文學生 
產者對抽象文學體制裡主導性觀念的修正。最近幾年若干文學、電影創作者對精 
英文學觀的反彈或譫仿，應可視為他們對場域內新的遊戲規則產生了更高自覺的 
表 徵 。
最後我想藉這個機會談談一個小小的心得。過去幾年我和研究生討論布迪歐 
的場域觀時，經常聽到的一個意見是：他的觀察有許多都是我們已經熟知的一些 
現 象 。我想藉這個意見的基本假設來反省一下我們運用“理論”處理文學時的基 
本態度。
場域觀和大多數我們習見的人文學科論述不同，是一個依循社會科學典範發 
展的理論— 換句話説，它是建立在“普遍可行 ” （ universal app丨ic a b ility)的前提 
上 ，企圖對定義範圍內所有的存在現象加以詮釋。用這樣的理論架構來探討文學 
藝術的創作行為，自然有先天的局限一一比如對個人創作力過於理性化的處理。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對我們目前文學研究的偏頗不足之處，卻有極好的匡正 
作 用 。在過去二、三十年來理論盛行 （ th e o ry b o o m ) 、批評典範迅速更替的情況 
下 ，許多人把某種特定理論運用到文學分析上時，往往是擷取它所提出的，前人 
所未見的啟發性觀點，以此來重新審視手中的文學資料（具有革命性啟發視野的 
女性主義及後殖民理論，尤其促生了許多這類的研究）。然而在實際操作上一個 
普遍的缺失，是在採用這些論述現成的觀點時，注重的是它的“結論”，而非達 
到結論的推論過程或基本邏輯。因此經常對研究對象的歷史特殊性無法準確的辨 
識 。我們運用像場域觀這一類定義嚴格，企圖重新界定基本現象的理論架構時， 
反而較易對它的基本假設、適用對象作更確切的理解、分 析 ，或質疑、修 改 ，而 
增加我們對研究對象歷史特殊性的處理能力，使我們的研究成果更有可能做出有 
意義的、具有原創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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